
 

党组织建设与民营企业生命力
−基于企业软实力建设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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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框架中的独特一环，肩负着关心企业生产经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

一系列重要经济职责。那么，党组织建设是否发挥了预期作用？文章利用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

据，基于党组织助力企业软实力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视角，考察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生命力

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相比，建立党

组织的民营企业开工率平均提高3.2%，企业家未来打算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意愿提高4.5%。为了缓解

由于选择性偏误等带来的内生性，文章采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等方法进行处理，结论

仍然稳健。研究结论既回应了社会上关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作用的质疑，又为改善企业生存状况、延

长企业生存时间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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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我国民营经济不仅在数量、规模、吸纳就业人数和税收贡献等关键经济指标上表现亮眼，

而 且 在 调 整 经 济 结 构 、 优 化 资 源 配 置 、 促 进 市 场 机 制 形 成 等 方 面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何 轩 等 ，

2014；何轩和马骏，2018a），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时代高

质量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一部分，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也备受关注。然而，也有

部分人认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受所有制性质、经营方式、领导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等因素制约（胡

序杭，2002；李少斐，2008；祝全永，2009），党建工作会造成人、财、物、生产性时间等资源消耗，

使企业家出现“失权、分权”现象，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薛飞，2002；党齐民，2017；胡本春，

2017）。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探讨如何在民营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以

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客观评价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

回应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党建作用的质疑。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和意义在于：（1）拓展了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机制的研

究。本文基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能够引领企业文化、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促进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企业软实力提升的视角，拓展了现有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机制研

究 ， 有 助 于 打 开 民 营 企 业 党 组 织 治 理 “ 黑 箱 ” ， 深 入 理 解 民 营 企 业 党 组 织 治 理 背 后 的 机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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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了企业生命力的理论探讨。现有文献从经济学、组织学、管理学等学科多视角考察企

业生命力的影响因素
①

，但均未涉及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命力，这与

党组织嵌入制度安排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脱节。本文将党组织纳入企业生命力研究框架，为民营

企业党组织与企业生命力之间建立理论联系，丰富了企业生命力的理论研究。（3）为党组织如

何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

业生命力。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将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中，健全和规范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

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强化党组织建

设、激发党组织活力，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实现企业发展。

二、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并且党组织成员参与公司治理，深刻影响

了企业生产行为。学术界主要围绕制度理论（何轩和马骏，2018a）、政治关联理论（何轩和马骏，

2018b）、信号理论（梁建等，2010）、跨界行为理论（李翠芝和陈东，2018）展开，分析党组织嵌入

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褒贬不一。一方面，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

业 绩 效 ， 如 抑 制 大 股 东 攫 取 利 益 （ Chang和 Wong， 2004） 、 提 高 并 购 溢 价 （ 陈 仕 华 和 卢 昌 崇 ，

2014）、缩小薪酬差距（陈红等，2018）、增加企业投资（陈东等，2017）、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李翠

芝和陈东，2018）、提升企业绩效（何轩和马骏，2018b）、维护职工权益（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

促进企业社会慈善行为（梁建等，2010）等；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降低公司治

理水平和企业绩效，如提高政治成本（Chang和Wong，2004）、增加人员冗余规模（马连福等，

2013）、不利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绩效水平提升（雷海民等，2013）。由此可见，党组织嵌入对

企业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何把握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定位，怎样更好地发挥党组

织治理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影响企业生存因素的研究。经济学文献普遍发现制度质

量越好、产权结构越清晰、受政府补贴和产业政策扶持越多的企业，其生存能力越强（许家云

和毛其淋，2016；赵奇伟和张楠，2015；康妮和陈林，2018）。企业生存问题也是组织学研究的重

要议题。组织印记理论认为企业创建初期或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能够塑造企业特征，会持久

影响企业，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影响。生态位理论则认为企业战略和外部环境能够决定企业生

态位，而生态位则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空间和资源利用能力，进而对企业生存产生影响（梁强

等，2017）。此外，管理学多从股权结构、企业战略选择等视角研究企业生存的影响因素。股权结

构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会导致小股东利益被大

股东侵占，进而降低企业生存能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权集中有利于股东监督代理人，提升

企业生存能力（袁学英，2019）。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以及企业生存的研究颇为丰富，但现有研究对

党组织建设与民营企业生命力的理论分析尚付阙如。不论直接关注还是间接涉及民营企业生

存的文献，均未考虑到我国特色鲜明的党组织治理事实。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框架中的独特一

环，肩负着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职责
②

，这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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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学视角有制度质量、所有权结构、产业政策、外商投资、国际贸易、融资约束等；组织学视角有组织生态学理论、组织

印记理论、组织生态位竞争理论等；管理学视角有股权结构、企业战略选择等。

②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将民营所有制经济组织中党

组织的主要职责压缩为六项，其中包括“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组织带领党员和职工群众围绕企业发展创先争优，发挥党组织和党

员先进模范作用，促进生产经营”。2000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

见（试行）》，将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压缩为八项，其中经济职责包括“关心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支持和促进企业发展”。



所没有的职能特征。因此，要深入理解和探讨如何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就不能忽视党组织的

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从党组织助力企业软实力提升的视角，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党

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生命力的影响。

党组织建设能够在资源获取、信号传递、政策沟通方面获取便利。一是资源获取。党组织通

过与政府等相关部门建立联系，有助于简化企业在政府部门办事的程序，缩短办事时间，更容

易获得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债务融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的实惠，从

而为企业发展争取资源和政策（魏下海等，2015b）。二是信号传递。党组织建设得好，容易因合

法性、先进性等特征，不仅在与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容易得到认可
①

，而且在与社会上其他

微观经济主体合作中也容易获得支持，并以此获取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三是政策沟通。党组织

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及时地把政府政策、市场变化等信息准确地传递给民营企业，帮助其充分

利 用 政 策 和 市 场 信 息 ， 减 少 对 制 度 环 境 的 误 判 并 降 低 适 应 环 境 变 化 的 成 本 （ 何 轩 和 马 骏 ，

2016）。此外，企业家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积极与上级党组织进行沟通和对话

（曹正汉，2006），及时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与利益诉求。

党组织还能够助力企业软实力的提升。第一，党组织通过搭建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设平

台、引进先进文化进企业等形式，为企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智力支持（李宁和杨蕙馨，2005）。

第二，党组织能够直接联系、组织、团结群众，有利于建立互惠互利、共同促进、和谐发展的劳

资关系（谢健和付映杰，2013；魏下海等，2015a）。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员工怠工、泄密等行为，降

低企业监督成本；另一方面，能够减少企业在招工、培训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时，还能够为企

业生产、技术变革以及研发创新等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魏下海等，2018）。第三，党组织嵌入能

有效纠正企业违反社会责任法律法规行为，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一方面有利于获得政府

的支持（李姝和谢晓嫣，2014），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从而在社会网络中获得

支持，并以此获取所需的资源和机会，抵御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第四，党组织嵌入能够纠正经

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纠正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Chang和Wong，2004），促

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第五，党组织嵌入能够强化社会责任政策的遵守，提高

企业合法性，向社会公众传递企业遵纪守法、经营状况良好等信息，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

逆向选择而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进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受企业家态度的影响。部分企业家担心党组织会干预自

己的决策，掣肘自己的行动，分散自己的权力，降低自己的威信，出现“分权、失权”现象，进而

影响自己的权威（薛飞，2002）。因此，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

能否取得企业家的信任与支持。与国有企业党组织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相比，民营企业由于在领

导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党组织无法直接管理企业的

人、财、物，一般只能发挥间接作用（李少斐，2008）。因此，民营企业家对党组织建设的态度将

直接影响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工作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生命力。如果民营企业家拥护、支持

和信任党组织，并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组织号召，支持党组织相关政策落实，同时党组织通过协

调政府、社会、职工等关系，帮助民营企业搞好生产，提高民营企业经营绩效，则有利于提高企

业生命力。反之，企业家抵触、惧怕党组织嵌入，不相信党组织建设能够改善企业生存现状，形

式化回应党组织主张（陈守明等，2016），那么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就会举步维艰，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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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当前政府主导的各种混合所有制改革，党建工作表现好的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青睐，也更容易与国有企业在治

理上实现无缝对接，缩短合作摩擦期，提高企业生存能力。



就难以发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从而难以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与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消极、抵触态度的民营企业相比，持欢迎态度更有利于民营

企业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提高企业生命力。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会受管理模式的影响。由于民营企业党组织在隶属结构

上复杂多样
①

。当前，党中央明确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导致行业协会（商会）管理

模式下的党组织可能在信息获取、信息传递、政策沟通等方面的通畅程度有所降低，削弱了党

组织作为联系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功能（陈贵梧和胡辉华，2018）。而挂靠管理模式下的党

组织，容易陷入管理上的“空档”和“盲区”，难以形成有效的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影响民营企

业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陈贵梧和胡辉华，2018）。因此，在众多管理模式中，属地管理模

式可能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首先，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属地管

理模式有利于加强民营企业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联系。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

困难，可以通过参政和利益表达渠道与当地政府直接对话（曹正汉，2006），及时反映发展困境

和自身利益诉求，更容易得到回应和认可（何轩和马骏，2018a）。其次，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扩

大企业影响力。属地管理模式下，企业可以争取更多优秀员工在当地参政议政，在各领域多场

合为企业发声，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从而提高企业生命力。同时，属地

管理模式有利于构建和谐周边关系，可以消除官员和公众疑虑，争取更多支持，从而提高企业

生命力。最后，属地管理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党组织属地管理可以避

免与上级党组织不同城所造成的相距甚远的问题，能够节约与上级党组织在沟通上花费的时

间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与其他管理模式相比，属地管理模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

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2012年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本次调查涵盖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私营企业。调查目的是了解我国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

企业的经营状况、生存环境和发展趋势，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大众了解私营企业提供

窗口，以便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调查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企业家个人

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历、参政情况、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2）企业情

况，包括出资情况、融资情况、雇工情况、成本情况、收入情况、利润情况、管理情况、社会责任

等；（3）企业发展环境，包括政府环境、市场环境等。此次问卷在保留前九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基

础上，还增加了一部分新内容，比如“企业开工率”“企业家对企业经营方面有何打算”等。

（二）变量测量及模型设定

本文的变量为：（1）企业生命力：参照魏下海等（2015b）研究，用企业开工率衡量企业生命

力。这是因为开工率是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生存环境、经营状况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同时用

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来衡量企业生命力。（2）党组织建设：如果企业中设有党组

织，则认为企业进行了党组织建设，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3）控制变量：企业家特征（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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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文化程度和政治关联）；企业特征（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寻租费用）；

外部环境（市场信用和市场变化）。同时，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地区因素。具体构造方式见表1。
 

表 1    变量的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企业生命力

开工率：2011年，您企业生产、服务开工率大约为_____%；设计：数值/100；未取对数；企业家
积极发展企业意愿：2012年，您在企业经营方面有何打算？将企业家回答为“抓住机遇，快
速发展”赋值为5，回答为“稳中求进”赋值为4，回答为“维持现有经营规模”赋值为3，回答为

“暂时停业，等待机会”赋值为2，回答为“打算出售企业”赋值为1
自变量 党组织建设 企业中若有中共党组织，则赋值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企业家性别 男性为1，女性为0

企业家年龄 调查年份−企业家出生年份，然后取对数

文化程度 按小学及以下为1，初中为2，高中及中专为3，大专为4，大学为5，研究生为6

政治关联 根据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按未担任、乡级、县级、市级、省级、全国依次赋值0-5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企业开办年份，然后取对数

企业规模 全年雇用员工人数（单位：百人），未取对数

资产负债率 根据“2011年底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__%”进行设计：原始数据除以100，未取对数

盈利能力 根据“2011年企业净利润为__万元”进行设计：净利润/1000。相当于单位为千万元，未取对数

寻租费用 人均公关、招待费用（单位：万元/人），未取对数

市场信用

根据企业家对“您对目前市场信用环境是否满意？（1）非常满意、（2）基本满意、（3）不满意、
（4）很不满意、（5）不好说”这一问题设计：由“非常满意”到“很不满意”依次赋值1-5，其中“不

好说”赋值为3
市场变化 若企业与2010年相比，收入减少有“国内销售渠道不畅”的原因，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行业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还是兼业，重新编码为3个虚拟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生成2个地区虚拟变量。
 

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剔除了不符合客观事实、缺失值过多的样本。具体如下：删

除 被 解 释 变 量 为 开 工 率 和 企 业 家 发 展 意 愿 的 缺 失 样 本 ； 删 除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负 值 或 者 大 于

100%的样本；对连续变量（即企业开工率、企业家年龄、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盈利

能力、寻租费用）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克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统计发现开工率为100%的企业占总样本的33%左右，因此采用Tobit模型估计。模型如下：
CURi jk = β0+β1Partyi jk +µ j+µk +δCV +εi jk (1)

i j k ε CUR Party

CV

其中， 、 、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区， 表示随机扰动项。 表示企业开工率。 表示企

业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为了检验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意愿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Growthi jk = α1Partyi jk +δα2Controli jk +
∑
φ jkIndustry jk +εi jk (2)

Growth Party α1

Control Industry

其中， 表示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变量。 含义同上；系数 反映了党组织

影响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的方向和程度。 是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表

示行业和地区因素。

（三）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  实证分析

（一）党组织建设和企业生命力：基准回归

表3模型（1）报告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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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地区特征；模型（3）加入了控制变量，但未加入行业和地区特征变量；模型（4）则控制了

前述所有影响变量。从模型（1）−（4）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与未建立党组

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确实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

力。模型（5）中报告了OLS估计结果，发现与Tobit模型估计结果基本相同。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开工率 3 452 0.82 0.24 0 0.90 1

发展意愿 3 452 4.20 0.70 1 4 5

党组织建设 3 122 0.37 0.48 0 0 1

企业家性别 3 443 0.84 0.36 0 1 1

企业家年龄 3 428 3.81 0.20 2.77 3.83 4.38

文化程度 3 393 3.94 1.11 1 4 6

政治关联 3 452 0.99 1.23 0 0 5

企业规模 3 452 1.85 4.08 0.01 0.50 28.72

企业年龄 3 305 2.01 0.74 0 2.20 3.14

资产负债率 3 452 0.19 0.26 0 0 1

盈利能力 3 452 0.59 2.71 −5.74 0.04 67.25

寻租费用 3 452 0.27 0.56 0 0.08 3.69

市场变化 3 452 0.20 0.40 0 0 1

市场信用 3 452 2.45 0.91 1 2 5

表 3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开工率的影响

（1） （2） （3） （4） （5） （6）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OLS 边际效应

党组织建设 0.110***（9.24） 0.111***（9.13） 0.046***（3.30） 0.050***（3.60） 0.036***（3.83） 0.032***（3.59）

企业家性别 −0.008（−0.42） −0.007（−0.36） 0.001（0.05） −0.004（−0.36）

企业家年龄 0.018（0.53） 0.032（0.91） 0.008（0.31） 0.020（0.91）

文化程度 0.011*（1.88） 0.010（1.62） 0.002（0.55） 0.006（1.63）

政治关联 0.015***（2.77） 0.018***（3.30） 0.011***（3.05） 0.011***（3.30）

企业规模 0.003（1.34） 0.004*（1.86） 0.002*（1.70） 0.002*（1.86）

企业年龄 0.063***（6.41） 0.056***（5.51） 0.043***（5.64） 0.035***（5.51）

资产负债率 0.021（0.93） 0.026（1.12） 0.031*（1.90） 0.016（1.12）

盈利能力 0.003（1.09） 0.003（1.03） 0.002（1.60） 0.002（1.03）

寻租费用 0.011（0.92） 0.007（0.56） 0.004（0.45） 0.004（0.56）

市场变化 −0.090***（−6.17）−0.090***（−6.15）−0.055***（−4.87）−0.057***（−6.19）

市场信用 −0.018**（−2.52） −0.019***（−2.72） −0.012**（−2.43） −0.012***（−2.72）

常数项 √ √ √ √ √ −

行业效应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F值 85.436 25.299 17.546 16.112 18.164 −

自由度 3 121 3 116 2 909 2 904 2 903 −

样本量 3 122 3 122 2 921 2 921 2 921 2 92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或者z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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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解释，模型（6）汇报了党组织建设变量对企业生命力影响的边际效果。从估计结

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与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开工率大致提高了

3.2%。以上结果表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假说1得到验证。

此外，我们还用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来衡量企业生命力（见表4）。由模型（1）−（4）可

知，随着不断加入控制变量，党组织建设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在5%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模型（5）报告了OLS估计结果，结论依然不变。这表明建立党组织确实有利于提高企

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再次说明假说1成立。
 

表 4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意愿的影响

（1） （2） （3） （4） （5）
Ordered Probit Ordered Probit Ordered Probit Ordered Probit OLS

党组织建设 0.226***（5.51） 0.243***（5.74） 0.114**（2.29） 0.127**（2.51） 0.084***（2.81）

控制变量 − − √ √ √

常数项 − − − − √

行业效应 − √ − √ √

地区效应 − √ − √ √

F值 − − − − 11.869

自由度 − − − − 2 903

Wald检验值 30.386 62.922 168.292 193.181 −

样本量 3 122 3 122 2 921 2 921 2 921
 

（二）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异常值样本。由于部分企业开工率为0（停产，大概占整个样本的2%左右），控制变

量中仍有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相关信息显然是不可信的。为此，剔除开工率为0的企业样本，重

新进行估计（见表5）。估计结果显示，其他条件不变，与未组建党组织的企业相比，组建党组织

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即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

命力。
 

表 5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排除异常值

（1） （2） （3） （4） （5）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OLS OLS Tobit Ordered Probit 边际效应

党组织建设 0.028***（3.55） 0.092***（3.07） 0.040***（3.27） 0.140***（2.74） 0.025***（3.27）

控制变量 √ √ √ √ √

常数项 √ √ √ − √

行业效应 √ √ √ √ √

地区效应 √ √ √ √ √

F值 17.619 11.543 15.883 − −

自由度 2 843 2 843 2 844 − −

Wald检验值 − − − 186.71 −

样本量 2 861 2 861 2 861 2 861 2 861
 

2. 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数据。这里使用企业新增投资是否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规模或有没

有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来近似衡量企业生命力，这是因为企业若有前述行为，表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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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切实行动积极发展企业，企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可能性大，企业生存风险低；反之，企

业家抽走发展资金，缩小企业规模，企业生存风险必然大大提高。表6列（1）−（4）是替换被解释

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列（5）−（8）是更换为2010年第九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

果，均表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家发展企业的意愿。
 

表 6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数据
①

（1） （2） （3） （4） （5） （6） （7） （8）
扩大
规模

收购、
兼并

扩大规模或
收购、兼并

扩大规模且
收购、兼并

兼并
准备兼并
重组

兼并或准备
兼并重组

兼并且准备
兼并重组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党组织
建设

0.158***

（2.73）
0.339***

（2.80）
0.180***

（3.11）
0.329**

（2.25）
0.241***

（3.19）
0.402***

（2.72）
0.231**

（2.41）
0.231**

（2.41）
控制变量 √ √ √ √ √ √ √ √

常数项 √ √ √ √ √ √ √ √

行业效应 √ √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 √

Wald检验值 284.321 116.708 308.485 116.815 122.814 196.960 140.953 140.953

样本量 2 921 2 921 2 921 2 921 3 104 2 287 2 906 2 906
 

3. 考虑内生性。虽然无论是采用OLS模型还是Tobit模型估计抑或是Ordered Probit模型估

计，均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党组织建设固然能够提

高企业生命力，但也有可能是那些拥有更强生命力的企业建设党组织的动机更强。换言之，企

业建设党组织可能并不是一个随机结果，而是遵循某种选择机制。这样，解释变量党组织建设

就有可能是内生的，从而上述各种模型估计的结果将有偏且非一致，故需要处理内生性问题。

首先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处理内生性问题。参照何轩和马骏（2018b），选择“开办

企业时实收资本”作为党组织建设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更有可能被政

府“选中”来建立党组织。虽说企业开办时实收资本可能对当时企业生命力有影响，但可能并不

会具有持续作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②

，开办企业时实收资本与企业党组织建设显著正相

关，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列示在表7模型（1）和模型（2）中。由估计结果可知，党组织建设显著提

高了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即党组织建设提高了民营企业生命力。

对于解释变量是哑变量（二元虚拟变量）而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认为采用干预效应模型

较为合理。参考魏下海等（2013）研究，内部工具变量选择上述所有控制变量，外部工具变量选

择政治关联、营业收入、是否遭遇摊派、企业家自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影响企业

建立党组织动机的外部环境−同一省区同一行业党组织建设的平均值以及行业效应和地区

效应
③

。干预效应模型既可以采用两步法估计，也可以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一般而言，与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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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当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规模时赋值为1，否则为0；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当

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为当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

规模或者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当企业新增投资用于扩大原产品生产规模

且用于收购、兼并其他企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5）被解释变量为有没有兼并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

型（6）被解释变量为近期是否准备兼并、重组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7）被解释变量为有没有兼并其他企业或

者近期是否准备兼并、重组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模型（8）被解释变量为2008-2009年有没有兼并其他企业且近期

是否准备兼并、重组其他企业，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②限于篇幅，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有部分变量的定义未在表1中说明，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法估计相比，最大似然法估计更有效率，因为最大似然法估计标准误更小。表7模型（3）和模型

（4）报告了基于最大似然法估计的结果，从估计结果可知，扰动项相关系数ρ分别为−0.531和

−0.170。似然比检验表明，无论是以开工率还是以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表征企业生

命力，两模型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H0：ρ=0，说明党组织建设变量是内生的。具体来

看，模型（3）和模型（4）与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相比，虽然估计系数有差别，但显著性

和结论并无太大变化。模型（5）和模型（6）报告了基于两步法估计的结果，与最大似然法估计

的结果基本一致，均表明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由此可见，即使在考虑内生

性问题后，党组织建设依然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
 

表 7    考虑内生性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

（1） （2） （3） （4） （5） （6）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2sls 2sls Treatment-mle Treatment-mle Treatment-twostep Treatment-twostep

党组织建设 0.094**（1.99） 0.481***（3.32） 0.199***（11.80） 0.240***（3.40） 0.184***（8.39） 0.203***（2.98）

控制变量 √ √ √ √ √ √

常数项 √ √ √ √ √ √

行业效应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第一阶段F值 137.779 137.779 − − − −
ρ − − −0.531 −0.170 −0.488 −0.131

H0：ρ = 0 − − 94.94*** 5.85** − −
N 2 123 2 123 2 687 2 687 2 687 2 687

 

4. 变换估计方式。表8模型（1）−（4）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模型（5）−（8）采用“核匹配

方法”。从模型（1）−（4）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以企业开工率还是以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

业的意愿表征企业生命力，都发现党组织建设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5）−
（8）采用“核匹配方法”匹配，重复模型（1）−（4）的方法估计，与模型（1）−（4）的估计结论相比，

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整体来看，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以及对匹配后的样本采用不同方法估

计，依然可以得到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的结论。

表 8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倾向得分结果

（1） （2） （3） （4） （5） （6） （7） （8）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OLS OLS Tobit Ordered
Probit OLS OLS Tobit Ordered

Probit

党组织建设
0.034**

（2.29）
0.117**

（2.52）
0.054**

（2.53）
0.176**

（2.28）
0.038***

（3.94）
0.082***

（2.66）
0.052***

（3.66）
0.121**

（2.32）
控制变量 √ √ √ √ √ √ √ √

常数项 √ √ √ − √ √ √ −

行业效应 √ √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 √

F值 5.209 4.463 5.570 − 15.377 12.143 14.134 −

自由度 868 868 869 − 2 670 2 670 2 671 −

Wald检验值 − − − 67.534 − − − 190.739

样本量 886 886 886 886 2 688 2 688 2 688 2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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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生命力：边际效果分析

表4中Ordered Probit模型汇报的是偏回归系

数，缺乏现实经济涵义。为了便于解释，表9汇报

党组织变量对企业生命力的边际效果。重点关

注党组织建设变量的估计系数，从估计结果可

以看出，与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比，建立党组

织的企业使得企业家对未来经营“打算出售企

业”“暂时停业，等待机会”“维持现有经营规模”
“ 稳 中 求 进 ” 的 概 率 分 别 下 降 了 0 .2%、 0 .2%、

1.8%、2.2%，打算“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概率

提高了4.5%。

五、  拓展性研究

（一）分样本估计

为了验证假说2，根据企业家对“企业是否应该设立党组织？（1）应该，（2）不应该”这一问题

的不同回答，进行分组回归，以考察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是否因企业家的态度而有

所差异。将回答“应该”的企业家视为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欢迎态度；反之，将回答“不应该”的

企业家视为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消极、抵触态度。

从表10模型（1）−（4）的估计结果可知，企业对党组织嵌入持欢迎态度，则党组织建设有利

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反之，则党组织建设没有提高企业开工

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模型（5）−（8）变换估计方式，估计结论与模型（1）−（4）

的估计结论一致。假说2得到验证。

何种管理模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根据企业家对“企业党组织

应由哪一种上级党组织管理更适合？”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①

，进行分组估计。

 

 

表 9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家未来积极经营
意愿的影响：边际效果

（1） （2） （3） （4） （5）

党组织建设 −0.002** −0.002** −0.018** −0.022** 0.045**

（−2.18） （−2.20） （−2.50） （−2.52） （2.51）

控制变量 √ √ √ √ √

常数项 − − − − −

行业效应 √ √ √ √ √

地区效应 √ √ √ √ √

样本量 2 921 2 921 2 921 2 921 2 921

表 10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基于企业家对党组织嵌入不同态度分析

（1） （2） （3） （4） （5） （6） （7） （8）

积极态度 消极态度 积极态度 消极态度 积极态度 消极态度 积极态度 消极态度

开工率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发展意愿

Tobit Tobit Ordered Probit Ordered Probit OLS OLS OLS OLS

党组织建设 0.050*** −0.034 0.129** −0.002 0.037*** −0.029 0.089*** −0.038
（3.41） （−0.69） （2.39） （−0.01） （3.77） （−0.79） （2.86） （−0.29）

控制变量 √ √ √ √ √ √ √ √

常数项 √ √ − − √ √ √ √

行业效应 √ √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 √

F值 14.149 1.770 − − 15.411 2.304 9.644 2.852

自由度 2 490 397 − − 2 489 396 2 489 396

Wald检验值 − − 157.523 44.967 − − − −

样本量 2 507 414 2 507 414 2 507 414 2 507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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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您认为企业党组织应由哪一种上级党组织管理更适合？具体对应以下4个选项：⑴属地党委； ⑵工商管理部门党组（党

委、党工委）；⑶工商联党组 ；⑷其他（如党的社会工委）（请写明）。



其中表11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属地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从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模型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属地管理模

式下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3）−（6）报告了协会管理模式〔工商管理部门党

组（党委、党工委）、工商联党组〕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协

会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模型（7）和模型（8）报告了其他管理模

式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其他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对

企业生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综上，与协会管理模式抑或其他管理模式相比，属地管理模式下

党组织建设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假说3得到验证。
 

表 11    不同管理模式下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生命力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开工率 发展意愿

属地管理 属地管理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工商联 工商联 其他 其他

Tobit Ordered Probit Tobit Ordered Probit Tobit Ordered Probit Tobit Ordered Probit

党组织建设 0.056*** 0.152** −0.003 0.218 0.024 0.033 0.134 0.623
（2.91） （1.97） （−0.07） （1.49） （1.16） （0.39） （0.96） （0.68）

控制变量 √ √ √ √ √ √ √ √

常数项 √ − √ − √ − √ −

行业效应 √ √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 √

F值 7.476 − 3.600 − 4.687 − 133.801 −

自由度 1239 − 538 − 967 − 12 −

Wald检验值 − 117.870 − 41.008 − 67.716 − 41.843

样本量 1256 1256 555 555 984 984 28 28
 

（二）影响机制检验

既然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那么党组织建设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提高企

业的生命力呢？为此，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揭示背后可能的影响渠道，这里选取引领企业文

化（文化力）
①

、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和谐力）
②

、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责任力）
③

作

为中介变量，依次从文化力、和谐力和责任力三个不同方面来检验党组织建设提高企业生命力

的渠道。检验结果见表12。

模型（1）−（3）报告了以开工率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分析党组织建

设对企业开工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党组织建设系数为0.03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开工率。在模型（2）中，党组织建设与文化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表明党组织建设能够促进企业文化力水平的提高。在模型（3）中，同时加入党组织建设

和文化力变量后，党组织建设和文化力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且党组织建设的系数由不加入

中介变量的0.036下降到0.033。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研究，进行中介效应Sobel检验，估计

得到z统计值为2.11，中介效应值为6.10%。这表明文化力是提高企业生命力的中介变量。在模型

（4）中，党组织建设与和谐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党组织建设促进了企业和谐力水

平的提高。在模型（5）中，同时加入党组织建设与和谐力变量后，党组织建设变量与和谐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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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化力在本文中是指党组织有无在企业中起到引领企业文化作用，如果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②和谐力在本文中是指党组织有无在凝聚职工群众或维护企业和谐稳定上发挥作用，如果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③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慈善捐赠，本文将有慈善捐赠的企业看作履行了社会责任，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党组织建设的系数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0.036下降到0.032，说明和谐

力在党组织建设提高企业开工率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Sobel检验z统计值为2.835，

中介效应值为9.83%，表明和谐力是提高企业生命力的中介变量。在模型（6）中，党组织建设与

责任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党组织建设促进了企业责任力水平的提高。在模型（7）

中，同时加入党组织建设和责任力变量后，党组织建设变量与责任力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党组织变量系数由不加入中介变量的0.036下降为0.029，说明责任力在党组织提高企业开工

率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Sobel检验z统计值为3.835，中介效应值为19.09%，表明责

任力是提高企业生命力的中介变量。
 

表 12    党组织建设提高企业生命力影响渠道分析：以开工率为例

文化力路径 和谐力路径 责任力路径

（1） （2） （3） （4） （5） （6） （7）

开工率 文化力 开工率 和谐力 开工率 责任力 开工率

文化力 0.023**（2.22）

和谐力 0.035***（2.92）

责任力 0.042***（4.11）

党组织建设 0.036***（3.83） 0.307***（4.94） 0.033***（3.42） 0.439***（6.19） 0.032***（3.44） 0.551***（8.49） 0.029***（3.04）

控制变量 √ √ √ √ √ √ √

常数项 √ √ √ √ √ √ √

行业效应 √ √ √ √ √ √ √

地区效应 √ √ √ √ √ √ √

F值 18.164 − 17.121 − 17.701 − 18.104

自由度 2 903 − 2 789 − 2 902 − 2 902

Wald检验值 − 161.726 − 155.871 − 557.246 −

Z统计值 − − 2.11** − 2.835*** − 3.835***

中介效应 − − 6.10% − 9.83% − 19.09%

样本量 2 921 2 808 2 808 2 921 2 921 2 921 2 921
 

为了保证表12的结论稳健可靠，一方面，将被解释变量由企业开工率换为企业家未来积极

发展企业的意愿，重复表12估计，发现以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表征的企业生命力机

制分析结论与以企业开工率表征的企业生命力机制分析结论并无太大变化
①

；另一方面，参考

魏下海等（2018）的研究，根据党组织有无起到引领企业文化（文化力）、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

业和谐（和谐力）、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力）进行分组回归，发现党组织起到引领企业

文化（文化力）、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和谐力）、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责任

力）的三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反之，另外三组并不显著，这再次证实了表12结论的稳健可靠
②

。

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党组织引领企业文化（文化力）、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

和谐（和谐力）以及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力）等软实力的提升来提高企业生命力，亦即

文化力、和谐力、责任力是民营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渠道。

六、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具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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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重要经济职责。然而，民营企业党组织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这一疑问一直存在于我国加

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之中。为此，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是

否设有党组织衡量企业党组织建设，以企业开工率和企业家未来积极发展企业的意愿衡量企

业生命力，从党组织助力企业软实力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的视角，考察党组织建设对民

营企业生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生命力，整体而言，与未

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相比，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开工率提高了3.2%，企业家未来打算抓住

机遇、快速发展的意愿提高了4.5%。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对党组织嵌入企业持消极、抵触态度相

比，持欢迎态度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提高企业生命力；与其他管理模式相

比，属地管理模式下的党组织建设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命力。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家可以通过党

组织引领企业文化、凝聚职工群众和维护企业和谐、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软实力的提升来

提高企业生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作

用的质疑，而且为改善企业生存状况、延长企业生存时间提供了新思路，更为新时期党“为何

要”以及“如何建”民营企业党组织提供了经验证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1）加强宣传党组织建设在民营企业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树立民营企业家支持党组织建设的先进典型，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营

造良好的舆论环境。（2）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命力，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将党组织

嵌入民营企业中，建立健全和规范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民营企业

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生命力；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强化党组织建设、激发党组织活

力，借助党组织治理优势促进自身发展壮大。（3）党组织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家的态

度是关键。因此，一方面，党组织要及时为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特别是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开展活动，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帮助民

营企业渡过难关，以促进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赢得民营企业家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党组

织要充分调动发挥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能力强、觉悟高、有担当的企业家进行政

治吸纳，同时还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引导。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党组织建设影响民营企业生命力的基本证据，但

受数据资源限制，本文还存在以下有待完善之处：一是党组织建设可能是“自选择”的结果，从

而存在内生性问题。尽管参考何轩和马骏（2018b）以及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的研究，采用工

具变量法等方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但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特殊性以及党组织与

民营企业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要想找到一个能够完美解决党组织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并非

易 事 。 二 是 无 法 对 党 组 织 建 设 影 响 企 业 生 命 力 进 行 动 态 评 估 。 由 于 企 业 生 命 力 相 关 变 量 是

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才新增加的选项，无法对党组织影响企业生命力的动态绩效进行评

估，进而无法追踪识别企业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化过程中的时间序列特征。未来若有更丰富的

数据，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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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terprise Vitality in
Private Enterpris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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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hina，Wuhan University，Hubei Wuhan 430072，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angxi Nanchang 330013，China )

Summar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bining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enterprise  system  innovation  effectively  in  private  enterprises  i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but also the effort point for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s  a  unique  link  in  the  framework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party  organization  shoulders  a

series of important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caring about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So  ha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played  an  expected  role？This  question  has  always  existed  in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Therefor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helping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ir  soft  power  and  then  to  improve  their  vitality，this  paper  uses  th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2012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n  the

vita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so as to respond to the above ques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conductive  to  improving  the  vita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On  average，compared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out  party  organizations，the

operating rat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party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increases by 3.2%，and

the willingness of entrepreneur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 rapidly in the future increases

by  4.5%.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endogeneity  caused  by  selective  bias，this  paper  adopts

instrumental  variable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treatment  effect  and  other  methods  for

processing，so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compared  with  the

entrepreneurs who hold negative and resista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embedded enterpris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holding  a  welcome  attitude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  by  virtue  of  the  governance  advantag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compared  with  other

management  modes，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territorial  management  mode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soft  power，such as

leading  enterprise  culture  through  party  organizations，uniting  the  masses  of  employees，

maintaining  enterprise  harmony，and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social doubts about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private  enterprises，bu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of enterprises and prolonging the survival time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y organizations; vitality;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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